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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葛 焕 礼

摘　要: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即
«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由于«左传»叙事存在“隔断”,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

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左传»纪事类编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

鉴»学相结合,产生出被清四库馆臣称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

«三朝北盟会编»,亦受其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续成传统.鉴于«左传»纪事类编学形成更早,

四库馆臣所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当是误说,但在史学著作范畴内,袁枢此书可视为

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

关键词:«左传»学;纪事本末体;«春秋»学;袁枢;纪事类编学

纪事本末体是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我国古代三大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关于其生发源头,历来

有“«国语»”、“«尚书»”、“书志”、“绳结”、“甲骨卜辞”等多种说法① .本质而言,这些说法皆是基于纪

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而得出的后视之见,所论两者间的关联,属于逻辑性的类比认识,都未能阐明两

者之间所存在的历史性的继承关系.其实,作为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为其所直接继承的

体式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② .

　

作者简介:葛焕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宋代«春秋»学史”(１５BZS０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初稿曾在«文学遗产»编辑部、浙江工业大学联合主办的“宋代文史青年学者论坛”(杭州,２０１３年８月)上

宣读,承蒙邓小南先生、虞云国先生、朱刚先生、吴国武先生、刘成国先生、卞东波先生和方诚峰先生等师友指正.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戴梅可(MichaelNylan)教授曾通阅全文,惠赐宝贵的补正意见.对于诸位先生之教正,谨

此致谢!

①　其典型持说者分别为:a．“«国语»”说.朱熹认为:“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

十年而遂其事.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其亦«国语»之流矣.”(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

«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８２７页)b．“«尚书»”说.章学诚认为:“按本末之为

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

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６１页)c．“书志”说.金毓黻认为:“吾谓正史有本纪,其标目为某帝,其内容则为编年,此以年为主之史

也;然正史中又有书志,书志所纪,于典章制度之外,或纪一事之首尾,如«史记»之有«封禅»«河渠»二书是也.由是言之,虽纪传

体之正史号以人为主者,亦含纪年、纪事之二体在内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０页)d．“绳结”、

“甲骨卜辞”说.张东光认为:“本末体的源头我们可以上溯到‘结绳而治’的每一个绳结,至少可以上溯到有明确时间断限,完整事件

过程的每一片甲骨卜辞残片.”(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②　就«左传»纪事各为始终而类编之,如下文所列,这一源出自«左传»学的学术类型,自两晋至南宋,呈现出日益发展之势.就

其文献而言,学术界有称其为“«左传»纪事本末文献”(张素卿)、“«春秋»事迹类编著作”及“«春秋»纪事本末著作”(周翔宇、周国林)

者;就其学术形态而言,本文称之为«左传»纪事类编学,视之为«左传»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又,周翔宇、周国林«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

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文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９期)一文在多就史书而言的对纪事本末体的传统认识中,区分出“经学意

义下的纪事本末体著作”,极具合理性,但他们对“«春秋»事迹类编著作”与“«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的区分,尚缺乏坚实的资料依据,

本文不取.



　　关于这一点,此前学术界关注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仅有张素卿«‹左传›研究:叙事与纪事本末»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１９９９年)、«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述略———
‹左传›学的考察»(«国家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和周翔宇、周国林«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

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人文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９期)等几篇论文.张素卿«‹左传›研究:叙事

与纪事本末»一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论述«春秋»、«左传»及其学从“记事”到“叙事”,再到“«左传»纪事

本末”的演变,钩稽出自唐第五泰«左传事类»至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的“«左传»纪事本末”文献

２８种.该文虽将这类文献与清四库馆臣所认定的纪事本末体文献相类同,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以
袁氏书作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书,实属偏失”,但未涉及这两类文献间的影响关系问题.周翔

宇、周国林«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探究———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一文论述了«春秋»、«左传»学从

“属辞比事”到“事迹类编”,再到“«春秋»纪事本末”的演变,钩稽出从唐高重«春秋纂要»到元陈氏(佚
名)«春秋类编传集»的“«春秋»事迹类编”著作１９种,从南宋句龙传«三传分国纪事本末»到清高士奇

«左传纪事本末»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１７种.该文将“«春秋»纪事本末”著作与以袁枢«通鉴纪

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作了严格区分,但亦未涉及“«春秋»纪事本末”和“«春秋»事
迹类编”这两类著作与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间的影响关系问题.

本文即探讨«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史书起源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可为史书纪事本末体梳理出一

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而且可深化学界对唐宋间经史关系和学术演变状况的认识.本文首先论析

«左传»纪事类编学之所以出现以及能够产生影响的两个背景条件:一是从分析«左传»文本入手,论
证其叙事因三种原因而存在着“隔断”现象;二是论述六朝至北宋时期«左传»学的流行状况,阐明时

人对«左传»性质的三种主要认识中,都有着类编其纪事的要求.其次,梳理、考证两晋至南宋中期出

现的多部类编«左传»纪事的著作,呈现«左传»纪事类编学的发展状况.再次,以史书纪事本末体的

两部起始性著作(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为焦点,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之起始

与传统«左传»纪事类编学的接榫处,就具体的历史情境论证两者间的历史关联.最后,就清四库馆

臣的认识而对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问题作出说明.
经此论述,本文要阐明的是:纪事本末体源出自«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该学有着长久的传

统,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方法相通;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它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
相结合,遂蘖生出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传统.

一、«左传»叙事之“隔断”

如所周知,传世本«左传»基本依«春秋»经文为序,用编年体裁列载史事,被称为“备事之书”①,但
其叙事,首先是因为体裁导致所纪事件往往“隔涉年月”,“事为之碎”,即历时较长事件的记载,往往

被发生于其间的其他事件的记载条目“隔断”.如南宋章冲云:“«左氏»传事不传义,每载一事,必先

经以发其端,或后经以终其旨.有越二三君数十年而后备,近者亦或十数年.”②其«春秋左传事类始

末»所载“周郑交恶”一事,就越隐、桓二公,历经十三年: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十一年,王 取 邬、刘、 、邘 之 田 于 郑,而 与 郑 人 苏 忿 生 之 田.君 子 是 以 知 桓 王 之 失 郑

也.

２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①

②

何孟春语,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左邱子(明)«春秋传»”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８７８页.
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第９６６页.



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蔡人、卫人、陈人伐郑,郑伯御之.①

这十三年中,«左传»尚载有大量的其他传事,上列条目遂被分隔而散见于其他事件的众多条目间.
«左传»纪事有隐有显,其差别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事件所涉条目是否连贯.如章冲«春秋左传事

类始末»开篇所载的“郑伯克段”,就因传文条目连贯而极为显豁.与之相反,一些事件如上引“周郑

交恶”,需要由间隔颇多的数条条目连缀而成,故较隐晦.诚然,后人对«左传»之“事”的划分,会因其

考量范围的广狭而有分别.如上例,章冲综括这些分属不同年份的条目,连缀成“周郑交恶”一事,但
狭义看来,其每一条目又未尝不是一“事”.连缀所成之事,其条目之间当然分隔颇多,而单条目及连

贯条目所纪之事,便无分隔.但是,«左传»的一些间隔条目间往往有着事项之关联,连缀这类条目而

成一事的做法,极为常见.如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所列事项,堪称繁细,但连缀而成者仍占相当

高的比例.因此,可以说«左传»的编年体裁,是影响其叙事连贯性的首要原因.
其次,“分年附经”导致«左传»叙事“隔断”.传世本«左传»与«春秋»合编,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

附,即于每年的经文之后,附列该年的传文.然而“最初«春秋»自«春秋»,«左传»自«左传»,各自为

书,古人叫‘别本单行’”②.如«汉书艺文志»著录: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
«左氏传»三十卷.

其中的“«经»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穀梁二家.”而“«春秋古经»十二篇”,向来被认为是«左传»之
«经»③.«汉书艺文志»出自刘歆«七略»,其将«左氏传»与«春秋古经»分列,反映出刘歆所知见的就

是“«春秋»自«春秋»,«左传»自«左传»”.
刘歆知见的«左传»传本,一种是他校书秘府时所见的藏本,如其«移让太常博士书»提及云:“«逸

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

府,伏而未发.”④据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⑤张苍为西汉初人,此秘府

藏本即是其所献本.另一种是民间传本,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成帝命“陈发密藏,校理旧文”
后,又“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其中“赵国贯公”传授«左氏»
学,所谓“与此同”,当包括民间传本与秘府本内容之类同.

至于«春秋古经»,未见其出处记载,当传自先秦.许慎«说文解字序»云:“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

«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⑥阮元认为此所谓“«春秋»”,或即是“班«志»所云«古经»十
二篇者”⑦.若如此,则«春秋古经»传自先秦无疑.杨伯峻另辟蹊径论证云:

　　«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简、木简书,卷指帛书.«艺文志»于«春秋古经»用

３«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４９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６４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前言”第２７页.«毛诗正义»疏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

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页)按,今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
为«左传»经文是从包含传世本«左传»相应部分的原«左传»中抽出来编辑的(这方面最新的研究见[日]吉永慎二郎:«‹春秋左氏经›
作经结构考察(一)»,«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纪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６６集,２０１１年).依照这种说法,最初的«左传»是经、
传合一的.然此说缺乏坚实的佐证,本文不取.

如宋人王应麟云:“«周礼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史记吴世家»:余读«春秋»古文.服虔注

«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三“«春秋古经»十二篇”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７５册,第３２
页)是依据该经与«左氏传»原本同为古文而认可二者间为经传关系;清人钱大昕沿此思路,明确认为此«春秋古经»“谓«左氏经»也.
«刘歆传»:‘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又云:‘«左氏传»多古字古言.’许慎«五经异义»言:‘今«春秋»公羊说,古«春秋»左氏

说.’”(见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２页)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标点据杨伯峻所标,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４９页.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３１５页.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卷十五上,第３１５页.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２３４页.另,文中阮元认为“北平侯所

献,盖必有经有传.度其经必与孔壁经大同”,故揣测此“«古经»十二篇”或为张苍所献.但此说之前提“北平侯所献,盖必有经有

传”,论无实据,其揣测恐不实,本文不取.



“篇”计,于«公羊»、«穀梁经»用“卷”计,一则可见«古经»写在简上,«公»、«穀»写在帛上;二则先

秦书一般用简,汉代丝业较发达,大都用帛和纸,由此可以证明左氏«古经»是先秦物,«公»、«穀»
是汉代才写定的.①

由“用‘篇’计”证明«春秋古经»“是先秦物”,可备一说.秘府藏本和民间传本«左传»皆传自先秦,而
«春秋古经»亦当“是先秦物”,这说明«左氏»经、传在先秦时就各自成书.

关于将«春秋»、«左传»合为一书的经过,南宋人罗璧云:“«左传»、«春秋»初各为一书,后刘歆治

«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及«左传»二书合为

一.”②其中所谓的刘歆“取传文解经”,见于«汉书楚元王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

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对其中说明刘歆之所为的关

键语句“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后人的解释差异极大.如晚清今文经学家刘逢禄认为,这正说明

刘歆附益“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③;近代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却认为,
“谓引传例以通诸他条之经耳,故章句义理由是而备.非旧传不系年月,歆依经文相附别也”④.即刘

逢禄认为刘歆“比年依经”,加工过«左传»,刘师培却否认之,认为刘歆仅“引传例以通他条之经”.二

人的解释各有其立场局限性,对于此事,因缺乏更为详确的史料说明,故难以遽断刘歆是否加工过

«左传»,或加工到何种程度,但«汉书楚元王传»中的这条记载,至少说明刘歆已将«左传»与«春秋»
相比照.

罗璧所谓的“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见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自序:

　　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

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⑤

这是杜预的撰作路数自述,其中明确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后人多据此认定传世本«左传»
分年附经,出自杜预.但是,如杨树达先生所指出,杜预«集解»显示其所据版本中已有“以年分传”之
处.如«春秋左传正义»“庄公八年”末条云: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
“庄公九年”首条云:

　　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很明显,这两条传文原本应为一传,后因“分年”而分属前后年.于前一条,杜预注云:“雍廪,齐大夫.
为杀无知传.”⑥认为此条传文是为下文“雍廪杀无知”张本.对此,杨树达认为,“杜于首条注云:‘为
杀无知传’,知杜所据本已误分”⑦.因为如果这两条传文是由杜预所分,他就不可能也无必要为首条

如此作注.这种先于杜预而“分年”情况的存在,说明«左传»分年附经经历了一个自刘歆至杜预的过

程⑧,至杜预所编本才成为后世定本.
«左传»分年附经,使得其中一些跨越年份的叙事被分归前后年.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历述

晋公子重耳逃亡狄、卫、齐、曹、宋、郑、楚、秦,末条述其在秦而秦伯“享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

４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２４ ２５页.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左邱子(明)«春秋传»”条,第８７７页.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５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２页.
刘师培:«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影印１９３６年宁武南氏校本,第３２４页.
杜预:«春秋序»,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第４１ ４２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八,第３４５页.
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３页.
史载陆澄云:“«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由)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

贾,则«经»有所缺.”(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６８４页)由此可见贾逵兼释«左氏»经传,或已

分传之年而附经.



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

不拜?”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首条云: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
之后,叙述重耳济河入晋而得国.综合这些分属前后二年的文字,所述实为“秦伯纳晋侯”一事,只是

因“分年”而被“隔断”①.
传世本«左传»中更多的“分年”,是严格以叙事中的纪年为起始,而将此前叙说该事原委的文字,

划归前一年.如上举“雍廪杀无知”一事.再如«左传僖公十八年»末条云:

　　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左传僖公十九年»首条云: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很显然,前条传文乃叙秦“城而居之”的原委,两条原先当联为一传.

再次,简编错乱导致«左传»叙事“隔断”.如前所述,«左传»在先秦已成书,当时书于竹简或木

牍,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因个别简牍错乱而导致条目失序,从而造成叙事“隔断”.如«左传僖公

二十五年»最后三条传文: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

大夫.
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第一条记载晋侯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第三条是“说赵衰为原大夫之由”,而中间一条却是与此毫无关

系的“卫人平莒于我”.从其语意连贯性来看,第三条原应在第二条之前,究其次序颠倒之故,王引之

认为乃“错简在下耳”②.再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末条云: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庙.
鲁僖公卒于该年十二月乙巳,但葬于第二年(文公元年,前６２６)四月丁巳,作主于文公二年(前６２５)
二月丁丑,在僖公篇末却有此“葬僖公,缓作主”传文,甚为突兀.杜预于“葬僖公缓”下注云:“自此以

下,遂因说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当次在«经»‘葬僖公’下,今在此,简编倒错.”③

综上可知,编年体例、分年附经和简编错乱,都导致了«左传»叙事“隔断”,这对完整了解«左传»
所载的一些事件造成了不便.

二、六朝至北宋«左传»学的流行状况及«左传»性质之认识

汉魏之际,«春秋»三传学发生了显著变化:曹魏朝,在东汉几乎未曾立过学官的«左传»取得官学

资格,其学延续了此前蓬勃发展的势头;传统官学«公羊»学和«穀梁»学虽亦立学官,但已衰落,如江

河日下.如唐人刘知幾指出,“«公羊»、«穀梁»寝于魏日”④.自此以后,«左传»学趋于独大,«公»、
«穀»二传学渐至式微,这成为两晋南北朝«春秋»三传学的基本格局.

５«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①

②

③

④

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卷一即总括此为“秦伯纳晋侯”一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３４９册,第４９９ ５０１页);杨伯峻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传文末条注云:“自‘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至此,当与‘二十四年春王正

月秦伯纳之’为一«传».不然,‘秦伯纳之’一语为无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４１１页)
王引之撰,虞思徵、马涛、徐炜君点校:«经义述闻»卷十七“错简二十八字”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０４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第６９０页.按,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撰«左传旧注疏证»对此云:“«传»多附记

之例,如闵公末年言成风事,又言邢、卫,皆非其年之事.杜预言此传当在明年四月下,非也.论当在二年二月下,而彼自有文.知此

自是附记,非错误.”(见«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７册,第２２８页)若据此说,则“葬僖公,缓作主”亦可视为附记,而非“简编倒错”.未知

孰是,姑备此一说.
刘知幾:«重论孝经老子注议»,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七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８６页.



现将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所辑录的各历史时

期三家学者之数统计、列表如下,以见魏晋南北朝«春秋»三传学势力消长之大概:

历史时期 家派 家数 总家数 所占比例 出处及说明

三国时期

两晋时期

南北朝时期

公羊学者 ３

穀梁学者 ２

左氏学者 １３

三传 ２

公羊学者 ９

穀梁学者 １２

左氏学者 １８

三传 ６

公羊学者 ３

穀梁学者 ２

左氏学者 １９

三传 ６

２０

４５

３０

１５％

１０％

６５％

１０％

２０％

２７％

４０％

１３％

１０％

７％

６３％

２０％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

徐崇«南北史艺文志»

按:梁武帝«春秋答问»

内容不详,不作统计.

需作说明的是,可能有些学者因著作未被书目著录而不能统计入内,但上表当能够反映出魏晋

南北朝«春秋»三传学的实际演变状况:三国时上接东汉经学余绪,«左传»学已占绝对优势;两晋时期

此状况有所改变,«公»、«穀»二传学稍稍振起,然而在当时的国学中,此二传“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

义”①;在南北朝时期,«左传»学占有绝对优势,«公羊»、«穀梁»学急剧萎缩:南朝«公»、«穀»各著录有

一家一部著作,而北朝唯一的一部«穀梁»学专著,还是由兼通三传学的刘芳撰成.«北齐书儒林传

序»称“«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诚非虚言②.
关于隋及唐初«春秋»学的发展状况,«隋书经籍志一»概述云:

　　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③

其中所谓的“杜氏”,代指西晋杜预的«左传»注解,“服义”是指东汉服虔的«左传»训解.当时,曾长期

流行于南朝的«左传»杜预注完成了对此前流行服虔«左传»训解的北方地区的统一,盛行于时,而«公
羊»、«穀梁»学却浸微不传.可见隋及唐初延续了南北朝«春秋»三传学的势力格局.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６３８),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书成,名曰«五经正义»,经数

次刊正后,于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④.此«五经正义»中«春秋»所附

之传,正是«左传».这种国家层面上的认定和推行,使得«春秋»遂“为«左氏»所专”⑤.刘师培论«五
经正义»的撰作、颁行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云:“学术定于一尊,使说经之儒不复发挥新义,眯天下之目,
锢天下之聪,此唐代以后之儒所由无心得之学也.”⑥考«新唐书艺文志»甲部“«春秋»类”书目,其中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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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９３３页.
参见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５页.
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第９３３页.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第１４０５页.
方孝岳:«左传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第２９页.
刘师培:«国学发微»,«刘申叔遗书»(上),第４９５页.



可确定撰作于唐代前期(以玄宗天宝末年为限)的著作,仅有七部①,由此可见当时«春秋»学之寥落,
而这不能不与«左传正义»“定于一尊”的绝对影响力有关.

中唐时,以尊经重义、杂糅三传或诸家之说为基本特点的“新«春秋»学”兴起,打破了此前«春秋»
学界的沉寂局面,涌现出不少新«春秋»学者和著作,但终至唐末,«左传»学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
现将«新唐书艺文志»“«春秋»类”所载唐代后期不同家派的学者及其著作分类列表如下,以见其势

力对比之大概:

家派 学者及其著作 人数 所占比例

新«春秋»学
冯伉«三传异同»、刘轲«三传指要»、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韩
滉«春秋通»、陆质(淳)«集注春秋»等、樊宗师«春秋集传»等、陆
希声«春秋通例»、陈岳«折衷春秋»、郭翔«春秋义鉴»

９ ５３％

«左传»学
高重«春秋纂要»、许康佐等«集左氏传»、李瑾«春秋指掌»②、张
傑«春秋指元»③等、裴安时«左氏释疑»、第五泰«左传事类»

６ ３５％

«公羊»、«穀梁»学 成玄«公穀总例» １ ６％

«国语»学 柳宗元«非国语» １ ６％

可见在唐代后期,«左传»学的势力还几可与新«春秋»学旗鼓相当.
从现存唐人传记、墓志等资料来看,当时人的经典修习有一个突出特点———尤其喜好«左传».

如宋国彩对出土晚唐墓志作系统梳理后,发现“很多墓主由于家世传统,很小就已开始学习«诗经»、
«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其中习«左传»者尤为多见”④.可见«左传»在唐代社会普及程度之深.
又,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云:“«春秋后语»为西晋孔衍撰,原书十卷,系
增删«战国策»和«史记»而成,颇适合于一般读者所需,所以在唐代周边地域如敦煌(沙洲)、吐鲁番

(西州)以及周边民族或国家如吐蕃、南诏、日本,也颇有流行.”⑤«春秋后语»已佚于宋,从后世辑本来

看,它沿依了«国语»和«战国策»分国编撰的体例,但各国史事编年的体例和叙事、记言相杂糅的写法

及文风,都与«左传»极为相似,可以说它是接续«左传»的模拟之作.既然«春秋后语»在唐代广泛流

传,由二者的类似性,可推知«左传»的流传亦当如之⑥.
五代时期列国割据,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使得学术文化不振,«春秋»学亦不例外.张

兴武«新编五代艺文志»辑录的«春秋»学著作有:陈岳«春秋折衷论»三十卷,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

图»二卷、«春秋名字异同»五卷,李琪«春秋王伯世纪»三卷,倪从进«左传杜注驳正»一卷,蹇遵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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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分别为:孔颖达等«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杨士勋«穀梁疏»十二卷、王玄度«注春秋左氏传»(亡佚)、卢藏用«春秋后语»十卷、
阴弘道«春秋左氏传序»一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王元感«春秋振滞»二十卷.

李焘云此书“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
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春秋指掌»”条,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５６８页),故知其为«左传»学著作.

王尧臣«崇文总目»云此书“摘«左氏传»,文中释其义”(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７４册,第１９
页),知其当属«左传»学著作.

宋国彩:«墓志所见晚唐人信仰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第７６页.
荣新江:«德藏吐鲁番出土‹春秋后语›注本残卷考释»,«北京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一个佐证是“目前所公布的英、法、俄及北京图书馆藏等敦煌文献中”,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就有３７件(编号重复者不

记).其中“除篇幅太短,无法断定者外,仅有少数几卷因避唐讳而定为唐写本,其余大部分为六朝写本”(参见李索:«敦煌写卷‹春秋

经传集解›校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弁言”第２页)由此可见南北朝、隋唐时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在敦煌等边地

多有流传.



氏传引贴断义»十卷,姜虔嗣«春秋纂要»十卷,刘熙古«春秋极论»二篇①.其中陈岳及其著作,当归属

唐代②.其余著作,除刘熙古«春秋极论»外,都属于«左传»学.可知,自中唐兴起并一直发展的新«春
秋»学至此几乎中断,«左传»学又恢复其在唐前期时的一统地位.

北宋时期,«左传»学经历了几个与新«春秋»学势力相消长的演变阶段: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
«春秋»学继承五代传统,主流是«左传»学;仁宗、英宗二朝,新«春秋»学由萌生而渐至大盛,俨然占据

了«春秋»学界的主导地位;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在朝廷罢«春秋»于经筵、学官以及新的贡举政策

的影响下,此前蓬勃发展的新«春秋»学受到阻碍,«左传»学又渐振起③.
综上可见,自六朝至唐代中叶,«左传»学极为流行,相较于«公羊»、«穀梁»学,占有绝对优势;自

唐代中叶起,新«春秋»学兴起而渐夺«左传»学的势力,但在五代、宋初,«左传»学又恢复其主流地位,
在北宋中后期,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势力.

«左传»学在此长时段内的流行,与人们对«左传»性质的多样化认识密切相关.总体来看,这些

性质可归结为如下三种:
其一,儒家经典.西汉末,刘歆请立«左氏»于学官,后因其“合于王莽”,遂在孺子居摄年间(６

８)和新朝立«左氏»博士;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２５ ５５),“卒立«左氏»学”(«汉书»卷三十六«陈元

传»),但旋因博士李封病卒而废罢.这都体现出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者对«左氏»“儒经”性质和

地位的认可,但此间议立所受阻力之大及«左氏»立博士时间之短暂,表明当时否认其“儒经”性质和

地位者更具势力.建武年间的反对者范升云:“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汉书»卷三六

«陈元传»)李封之后,«左传»终东汉一朝一直未立博士,表明东汉诸帝和朝廷学者亦多“不以«左氏»
为经”.虽然章帝建初八年(８３),出于“扶微学、广异义”的目的,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
«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左氏»的经学价值得到朝廷的认可,但
终未能立于学官,其“儒经”性质和地位实未获普遍认可.

曹魏之世,立服虔、王肃二家«左传»学于学官④.«左传»的儒经性质和地位首次得到朝野普遍认

可,并且这一性质一直为此后的主流学者所公认,其学官地位也几乎为帝制中国的历朝历代所沿袭.
在学理层面上,西晋杜预在汉代刘歆、陈元等人的说法⑤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说了«左传»的儒经性质

和地位: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

理,或错经以合异.⑥

此“受经”说,以及对«左传»解经合理性的阐说,都借助与孔子和«春秋»的关系而抬升了«左传»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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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兴武:«五代艺文考»,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０３、４０４页.另,据«宋史刘熙古传»记载,他除撰有«春秋极论»二篇

外,还撰有«春秋演例»三篇.参见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三«刘熙古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９１００页.
«唐摭言»卷十云陈岳“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征,(钟)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馋黜,寻遘病而卒.”(王定保撰,阳羡生校

点:«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６页)可知陈岳于唐昭宗光化(８９８ ９００)中被镇南节度使钟传“复辟为从事”,后从

此任上罢黜不久即“遘病而卒”,而钟传卒于哀帝“天祐三年(９０６)”(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一九〇«钟传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年,第５４８７页),陈岳之罢黜,当在此前,故可推知陈岳当卒于昭宗朝末期、哀帝朝,抑或五代初年,其«春秋折衷论»当撰作于唐

代.
参见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第６４、６７、８１页.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考证曹魏所立博士云:“魏时除«左传»杜注未成,«尚书»孔传未出外,«易»有郑氏、王氏,«书»有贾、马、

郑、王氏,«诗»及«三礼»郑氏、王氏,«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公羊»颜氏、何氏,«穀梁»尹氏.”(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年,第１９０页),其中所谓的“«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即指服虔、王肃的«左传»注解.另,刘汝霖亦有考证(刘汝霖:«汉晋学术编

年»卷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２４页),结论与王国维同.
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班固:«汉书»卷三十

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９６７页);陈元认为“(左)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陈元传»,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２３０页).可见他们在处理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步步拉近之势.

杜预:«春秋序»,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第３０页.



位,从而使其作为«春秋»的“传”而跻身于“儒经”之列.杜预此说随其著作«春秋左传集解»的广为流

传而影响深远.总体来看,«左传»的儒经性质在魏晋时期得以彻底确定,被当时人广泛认可.
其二,史书.由于«左传»内容和体裁所致,历史上与其儒经性质相对立的一种认识,是认为它是

史书,而非儒经.如在刘歆议立博士之前,«左传»一直被视作记载往古之事的史书;刘歆之后,«左
传»终东汉朝几未立学官,显示出东汉流俗“浮学”①认可«左传»之史书性质的广泛和长久.

自曹魏始,«左传»的儒经性质和地位虽得到朝野普遍认可,但与之相伴,其史书性质也在很大程

度上被士人承认——— 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它被明确认为是一种典型史书体裁(编年体)的代表.
如唐刘知幾«史通»列«左传»为史体“六家”之一,“为编年家法之祖”.他追溯«左传»之流裔云: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引者按:指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

«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王煦

华注:当是“广”字)、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
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②

所列从荀悦到王劭,依次为汉末至隋朝时人,他们“皆依«左传»以为的准”而著编年史,显示出该时段

内士人对«左传»史书性质的持续认可.再如北宋司马光致书范祖禹,论修«资治通鉴»之“长编”云:
“请据事目,下所纪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

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③可见他们修«资治通鉴»,在叙事写法

上亦效仿«左传».
其三,文学典籍.唐末陈岳相较于«公»、«穀»二传“第直释经义而已”的行文特点,指出“«左氏»

释经义之外,复广记当时之事,备文当时之辞”④.的确,丰赡的叙事,简雅的修辞,乃至载有独特的文

章体裁,是«左传»内容上的显著特点,这也一直深被后人看重并效仿.如南朝梁任昉云:

　　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

«书»,鲁哀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⑤

是认为“书”之文章体裁及名称,即出自«左传»而被后人沿袭.对«左传»“辞条文律”的推重,在后世

更为常见.近人方孝岳曾总结数例,兹移录如下:

　　左氏之传«春秋»,得其本事,而论文章者尤归美焉.自扬雄称其品藻,杜预称其文缓、其旨

远,范宁称其艳而富,刘勰曰辞宗丘明,韩愈曰左氏浮夸,下及清之方苞,又推其义法,皆于文章

大旨略尽之矣.
昔者刘向父子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南北朝文

人如谢希逸、颜之推皆深左学;兰成之笔上殿六代,下启有唐,史家称其博极群书而尤精«左氏»;
刘知幾自谓自读«左氏»,然后不怠读书.萧颖士为韩、柳之先导,亦谓于«左氏»取其文.是知学

者欲得辞条文律者,即已不待他求而可以取足于是,兹其验矣.⑥

其中所列人物,多出自六朝、隋唐.清末皮锡瑞云:“自汉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辞,不重经术,故
«左氏传»专行于世.”⑦这虽是解释当时«左传»何以“专行”,但却反映了在六朝及唐尚文的风气中士

人对«左传»文学性质的广泛认可.在宋代,也有视«左传»为“美文章”的事例.如南宋高宗绍兴初,

９«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如唐人元行冲论汉代学术云:“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守株,比肩皆是.”元行冲:«释疑»,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七

二,第２７５９页.
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页.
司马光:«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贴»,«资治通鉴释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１１册,第３１９页.
陈岳:«春秋折衷论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二九,第８７３２页.
任昉:«文章缘起序»,严可均辑:«全梁文»卷四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４６４页.
方孝岳:«左传通论»,第２页.
皮锡瑞:«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经学通论»四“春秋”,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４年,第７３页.



“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 莫若潜心圣

人之经.’上称善.”①胡安国向高宗如此直陈讲习«左传»乃“耽玩文采”,并得到认可,可见这一对«左
传»文学性质的看法在当时应是通行之见.

这几种性质认识的存在,表明«左传»有着多重受众面,它之所以自后汉至宋代一直流行,也就不

难理解了.从经学方面来看,«左传»向来被认为是以“事实”解经;作为文学典籍的«左传»,其叙事是

被看重的要端之一②;而作为史书的«左传»,“史事”更是其主要内容.在这三种视角下,«左传»所载

之“事”都受到重视,且在史书的范畴内,重视尤甚,但如前文所述,«左传»叙事多被“隔断”,即所谓

“事错综乎列国,文牵系于编年”③,在此情形下,便出现了排比类目、使载事首尾俱见的要求.如«新
唐书艺文志»“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条下注云:

　　帝(文宗)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诸国各为书,别名«经传要略».④

高重«春秋纂要»已久佚,这条注说又极为简略,我们无法了解该书更为具体的内容体例,但所谓的

“重分诸国各为书”却值得推究.«左传»叙事,是以某国(或周王室)为主,但因其体用编年,列国之事

遂相错综.唐文宗的这一命令,看似是要求变编年体为国别体,其实隐含着经由国别改编而求得«左
传»叙事首尾完整、以便于省览的意图.再如元人杨维桢云:

　　圣人之经,断也;左氏之传,案也.欲观经之所断,必求传之所纪事之本末,而后是非褒贬白

也.然考经者欲于寸晷之际会其事之本末,不无翻阅之厌,于是类编者欲出焉.⑤

杨氏从以事实解经的角度,道出了在经学范畴内对类编«左传»纪事的要求.杨氏虽为元人,但这种

要求信乎此前必定存在.正是在这类要求下,自晋至宋,出现了多部类编«左传»纪事的著作,兹列证

如下.

三、«左传»纪事类编著作考

清四库馆臣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作提要云:

　　自宋以来,学者以«左传»叙事隔涉年月,不得其统,往往为之诠次类编.其见于史志者,有

杨均、叶清臣、宋敏修、黄颖、周武仲、勾龙传、桂绩、吕祖谦、陈持、章冲、徐得之、孙调、杨泰之、毛

友、徐安道、孔范等诸家.今其书多亡佚不传.⑥

此所列诸家,皆是宋代以降为求«左传»“行事本末”而作“诠次类编”者,但如前所举高重例显示,类似

的«左传»改编绝非始自宋代,且宋代为求“行事本末”而改编«左传»者,也绝非仅此所列数人.今就

史志目录所载的这类著作,依“涉及即录”的宽泛原则,从最早者到南宋中期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

末»⑦,按年代顺序考列如下:

１．晋黄容:«左传抄».据«华阳国志»载:“蜀郡太守巴西黄容好述作,著«家训»、«梁州巴纪»、
«姓族»、«左传抄»,凡数十篇.”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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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３９页.
如元人吴澄«左传事类序»云:“夫作文欲用事而资检阅,记纂不为无功也.”(吴澄:«吴文正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１１９７册,第１８０页)即认为纂辑«左传»纪事有功于“作文”.
高士奇:«恭谢圣驾临幸西溪山庄御制五言诗并赐竹窗二字表»,«经进文稿»卷三,清康熙刻本.
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１４４０页.
杨维桢:«春秋左氏传类编序»,«东维子文集»卷六,«缩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４４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６９册,第５页.
下限之所以截止于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是因为章冲与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者袁枢和徐梦莘为同时代人,而且他

很可能与袁枢有过交往,故以其为下限,足可为考察«左传»纪事类编学与史书纪事本末体源起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着衔接意义的

视点.
常璩撰,严茜子点校:«华阳国志»卷十一,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６页.按,«丛书集成初编»本丁国钧«补晋书艺文

志»点断“姓族左传抄”为“«姓族左传抄»”一书(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７页),恐不确.今依朱彝尊

«经义考»,断为«姓族»、«左传抄»(朱彝尊:«经义考»,第９０２页).



该书已佚,除«华阳国志»记载外,再无任何相关说明,只能从书名等推断其内容体例:“抄”古作

“钞”,«说文解字金部»释曰“叉取也”,故该书当是抄取«左传»之作;既列为黄容著作,可知«左传

抄»并非仅仅原样抄录«左传»,而是作过加工;黄容还著有«梁州巴纪»和«姓族»,可知他好尚史学,故
可推知他抄取«左传»,当以史事为重;重«左传»史事而抄录加工,故«左传抄»或如先秦«铎氏春秋

微»、«虞氏春秋微传»,乃“约言之编”,或对«左传»纪事本末作过梳理.

２．南北朝佚名:«左氏钞»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载撰者姓名.郑樵«通志»列之入

“三传义疏”类①.
该书已佚.«新唐书艺文志序»云:“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②可知在北宋

中期,«新唐书艺文志»所志“有名而亡其书者”已过半.宋代经见书目如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

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皆未著录此«左氏钞»,故可知它当在«新唐书艺文志»
“有名而亡其书者”之列.郑樵«通志»所载当录自«新唐书艺文志»,因未见此书,其归类疑不确,该
书体例或当与黄容«左传抄»同.

３．唐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并注云:“(高重)字文明,士廉五代

孙,文宗时翰林侍讲学士.帝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诸国各为书,别名«经传要略».历国子祭酒.”又
据«旧唐书崔郾传»载,敬宗时,崔郾“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
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③.

该书已佚.如上文所言,它分国纂集«左传»,可得部分纪事之本末.敬宗时,高重与崔郾编«诸
经纂要»,“区分事类”,似已对“诸经”(主要是«左传»)纪事本末作过整理.

４．唐许康佐等:«集左氏传»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并注云:“一作文宗«御集».”④又

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云:“«实录»:今年四月癸亥,许康佐进«纂集左氏传»三十卷.五月乙巳朔,
以«御集左氏列国经传»三十卷宣付史馆.”⑤

该书已佚.由«实录»所记及«新唐书艺文志»注,可知«集左氏传»与«御集左氏列国经传»实为

一书,而后者署文宗之名,故«新唐书艺文志»署其作者为“许康佐等”.由书名,知其分国纂集«左传».

５．唐第五泰:«左传事类»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并注云:“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
通鄂州文学.”⑥

该书已佚.除此记载外,再无其他相关说明.由其书名,知其类辑«左传»纪事.

６．北宋杨均:«鲁史分门属类赋»三卷.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引晁公武语云:“皇朝杨筠撰.
以«左氏»事类分十门,各为律赋一篇.乾德四年上之.”⑦

１１«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郑樵:«通志»卷六十三«艺文»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５９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１４２２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１４４０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五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１１８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１４４０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文宗太和九年四月“上与李训、郑注密谋诛宦官”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１１册,第２１７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第１４４１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八«经籍志»五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８２９页.该书还有不同的记载:«通志»著录“«鲁

史分门属类赋»二卷,崔昇撰.”(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八,第８２６页.)«玉海»“赋”类此书名下解题云:“杨钧,三卷.以«左氏»事
类分十门,各为律赋一篇.乾德四年奏御,诏褒之.”“春秋”类云:“乾德四年四月庚戌,国子丞杨均上«鲁史分门属类赋»三卷,诏褒

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３０页)«宋史艺文志一»“春秋类”著录“崔昇

«春秋分门属类赋»三卷”,注云“杨均注”(脱脱等撰:«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第５０６１页);“类事类”著录“«鲁史分门属类赋»一
卷”,注云“不知作者”(脱脱等撰:«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第５３０３页);“别集类”著录“崔昇«鲁史分门属类赋»一卷”(脱脱等撰:
«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第５３３５页).按,作者名有筠、钧及均之异,当为传写讹误,今从后世通行之见,定为均.作者有杨均、
崔昇两说,现今看来,此歧异出自晁公武和郑樵题名之不同,«宋史艺文志»以撰、注相分,实为折衷.从晁氏解题来看,他阅过此

书,其题名更为可信,故定作者为杨均.«玉海»于“赋”类、“春秋”类两录之,«宋史艺文志»于“春秋类”、“类事类”和“别集类”三录

之,对此差别,当视之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言:“疑即一书也.”(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第１０２３页)其卷

数差异,当出自卷数分合或传写讹误.



该书已佚.其内容,似可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九所载李宗道«春秋十赋»相比况:“越椒熊虎

之状,弗杀必灭;若敖伯石豺狼之声,非是莫丧.羊舌王子争囚而州犁上下,伯舆合要而范宣左右.
鲁昭之马将为椟,卫懿之鹤有乘轩.”是为便于记诵«左传»载事而编成的律赋.其体例虽不是

纪事类编,但作者对«左传»纪事必定作过全面的梳理、摘选,形成了系列典型事项,这与纪事类编有

着同工之处.

７．北宋叶清臣:«春秋纂类»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天
禧中,叶清臣取«左氏传»,随事编类为二十六门、十卷,名«春秋纂类».”①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中兴书目»解题,知其类纂«左传»纪事.

８．北宋宋敏修:«春秋列国类纂».据王应麟«玉海»记载:“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国类

纂».四月十三日,召试学士院.”②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分国类纂«左传».

９．北宋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五十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著录,晁
氏解题云:“类«左氏»所载列国诸臣事,效司马迁为之«传».凡一百三十有四人,系之以赞云.”陈造

«题春秋名臣传»云:“(«左传»)言与事,随编年而书,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考,辞之连属毕见,或类而

为之传,往往失之漏略.此书成于贤良王当,不惟该备无遗,而复引«史记»、«国语»等书补苴弥缝之,
而终之以赞.”③

该书现存«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等版本,为三十卷.其体例虽为人物传,但诚如陈造所言,
作传的目的是使得«左传»言与事“迹之本末可考,辞之连属毕见”,实为以人类事.如其传«郑颖考

叔»,实为“郑伯克段”一事;传«卫石碏»,实为“卫州吁弑君”一事.

１０．北宋郑昂:«春秋臣传»三十卷.«玉海»、«宋史艺文志»等著录,王应麟«玉海»注此书云:
“以人类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九十三.”④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王应麟注,知其“以人类事”.

１１．北宋沈括:«春秋左氏纪传»五十卷.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著录.«文献

通考»引李焘题记云:“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书,用司马迁«史记»法,君臣各为记传.凡欲观

某国之治乱,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毕陈于前,不复错见旁出,可省翻阅之勤.或事同而辞异者,
皆两存之.”又题:“后在陵阳观沈存中自志,乃知此书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书终不满人意,史
法信未易云.”⑤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李焘题记,知其是由«左传»、«国语»改编而成的纪传体史书,使得“某人之臧

否,其行事本末,毕陈于前”.

１２．北宋张根:«春秋指南»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著录.陈振孙«直斋

书录解题»著录为二卷,解题云:“专以编年,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如指诸掌.又为解例,亦用旁通法.
其他辨疑、杂论诸篇,略举要义,多所发明.”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解题云:“以征伐会盟,年经而国

纬.汪藻为之序.”⑦

该书已佚,其虽以编年为体,但“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实以类事为主.如谢谔序章冲«春秋左传

事类始末»云:“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页或数页,或展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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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天禧«春秋纂类»”条,第７５８页.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皇祐«春秋列国类纂»”条,第７５９页.
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６册,第３９６页.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宋朝«春秋传»”条,第７６０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三«经籍考»十“«左氏纪传»五十卷”条,第１５７６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６０页.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８页.



卷或数卷,惟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①此“«指南»”当指张根«春秋指南»,可
见该书因其类事而被士人看重.

１３．北宋黄颖:«春秋左氏事类».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无作者、卷数.明人陈道撰«(弘治)
八闽通志»有«黄颖传»,云其字秀实,“温恭廉介,尤工书隶.有«周礼解义»、«春秋左氏事类»行于

世”②.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类编«左传»纪事.

１４．北宋周武仲:«春秋左传类编»三十卷.杨时«周宪之墓志铭»记载,并云武仲“常病«春秋左

氏传»叙事隔涉年月,学者不得其统,于是创新铨次其事,各列于诸国,俾易览焉”③.
该书已佚,由书名和杨时语,知其分国铨次«左传»纪事.

１５．南宋句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无卷数,载刘光祖序略

曰:“句龙君传习详考,又分国而纪之.自东周而下,大国、次国特出,小国、灭国附见.不独纪其事与

其文,而兼著其义,凡采其说者数十家.君盖嗜古尊经之士,确乎其能自信者也.”④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为“分国纪事本末”之作.

１６．南宋桂绩:«类左传»十六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六著录,并引«广信府志»云:“桂绩字

彦成,绍兴乙丑进士,终浙西运办.”⑤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类编«左传»纪事.

１７．南宋陈持:«左氏国类»二十卷.吕祖谦«永康陈君迪功墓志铭»云墓主陈持著有“«左氏国

类»二十卷”⑥.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分国类编«左传».

１８．南宋唐阅:«左史传»五十一卷.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七、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著

录.据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余苦不多见书,然尝见唐阅«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

所论断.”⑦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唐阅传»云唐阅“尤长于«春秋左氏»,尝仿迁、固史例,以周为

纪,列国为传,又为表、志、赞,五十一卷,号«左史»,传于世”⑧.
该书已佚,由陈傅良、施宿语,知其虽以纪传为体,实则以国类事,故陈氏云“与«国纪»略同”.

１９．南宋徐得之:«春秋左氏国纪»二十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宋史艺文志»等著

录.王应麟引«续目»云其“析诸国之事,每国各系以年,疏其说于后”⑨.陈傅良«序»云学者“因其类

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
该书已佚,由书名及王应麟、陈傅良语,知其分国类事.

２０．南宋吕祖谦:«左传类编»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著录.陈氏解

题云:“分类内外«传»事实、制度、论议,凡十九门,首有纲领数则,兼采他书.”

该书已佚.由陈氏解题,知其内容包括类事.又,吕祖谦偏重以史书视«左传»,现存其«左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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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谔:«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条,第９６６页.
黄仲昭纂修:«(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八“人物”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３３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第９６５页.
杨时:«周宪之墓志铭»,«龟山集»卷三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２５册,第４４５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三«经籍考»十“«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条,第５４１２页.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六“桂氏(绩)«类左传»”条,第９５９页.
吕祖谦:«永康陈君迪功墓志铭»,«东莱集»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１０５页.
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８１５页.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五«唐阅传»,施宿、张淏等撰,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９５页.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隆兴«左氏国纪»”条,第７６１页.
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８１５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６２ ６３页.



议»、«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等多部«左传»学著作.这些著作的基本体例,是就«左传»之事或文

作议论,其中多有类事之处.吕祖谦«左氏传读书纲领»云:“学者观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

便生议论.”可见他重视«左传»“事之本末源流”.

２１．南宋马之纯:«春秋左传纪事».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载«马之纯传»,云其

“字师文,金华人也.弱冠登隆兴进士第,与南轩、东莱讲贯,精诣天文、地理、制度之学”,所著书中有

“«春秋编年»”①.元吴师道«敬乡录»卷十二载«马之纯传»,云其“类编«春秋左传»,有«纪事编

年»”②.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著录“马氏(之纯)«春秋左传纪事»”③.
该书已佚,由书名知其内容包括“纪事”.

２２．南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著录,
章冲自述其做法云:“因先生日阅以熟,乃得原始要终,捃摭推迁,各从其类.有当省文,颇多裁损,亦
有裂句摘字、联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约而不烦,一览尽见.”④

该书为现存最早的以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的著作.
综上考述,可见这些著作多是«左传»的史学化改编,就其基本体例而言,可分作三类:
其一,分国类编«左传»纪事.如高重«春秋纂要»、许康佐等«集左氏传»、宋敏修«春秋列国类

纂»、周武仲«春秋左传类编»、勾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陈持«左氏国类»、唐阅«左史传»、徐
得之«春秋左氏国纪»等.

其二,以人类编«左传»纪事.如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郑昂«春秋臣传»、沈括«春秋左氏纪

传»等.
其三,直接类编«左传»纪事.如第五泰«左传事类»、叶清臣«春秋纂类»、张根«春秋指南»、黄颖

«春秋左氏事类»、桂绩«类左传»、吕祖谦«左传类编»、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马之纯«春秋左传纪

事»等;黄容«左传抄»和南北朝时期的«左氏钞»,很可能包含这类内容;杨均«鲁史分门属类赋»也可

归属此类.
第一类是“国别体”改编,如上文所言,分国类纂«左传»,可以国为纲而得其纪事之本末,故杨时

云周武仲分国铨次«左传»,正可对治«左传»“叙事隔涉年月,学者不得其统”之弊.第二类是“纪传

体”改编,以人类事,使得«左传»的言与事“迹之本末可考,辞之连属毕见”.第三类直接类编«左传»
纪事,以见其始末,体裁最接近后世所谓的纪事本末体.这三类著作虽然基本体裁有别,但或全部或

部分地以求得«左传»纪事之本末为目的.类事本末,如上考列,这一源出自«左传»学并成为其重要

分支的学术类型,自两晋至南宋,呈现出愈益兴盛之势,遂影响到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

在南宋前期产生.

四、袁枢、徐梦莘与«左传»学

纪事本末体,作为在史志目录上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史书体裁,最初是由清四库馆臣确立

的.他们依据的典范,是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也被他们视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作.
另外,同被四库馆臣列入“纪事本末类”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虽然成书较袁书晚二十年,但其撰

作之起始却不晚于袁书⑤.鉴于此,本文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作为考察重点,连同徐梦莘«三朝北

盟会编»一起,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起始之作,由此探讨其作者与«左传»学的学术关联,以期在纪

事本末体史书之起始与传统的«左传»纪事类编学的接榫之处,证明这两者间有着具体的历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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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８９册,第６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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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正»,«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大的困难在于袁枢除«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除«三朝北盟会编»外,其他著

作都已亡佚,文章现存的也很少,使得我们无法从其著述中了解他们对«左传»学的习知状况,而其传

记,又皆简略未涉.因此本文主要从其交游和家学入手,从外部环境氛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角度,论
证袁、徐二人及其创作与«左传»纪事类编学的关联.

(一)袁枢(１１３１ １２０５),字机仲,建州建安人,幼力学,试礼部,词赋第一,官至工部侍郎.他立

朝“议论坚正,风节峻整”①,与当时名望士人如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颇有交往②.考其生平事迹,
以下二事或能揭示他撰著«通鉴纪事本末»的学术思想背景:

１．在太学与杨万里、吕祖谦等交善.乾道七年(１１７１),袁枢为礼部试官,除太学录,同僚中有杨

万里、吕祖谦等人.他们志同道合,高标风节,相与讲肄.如杨万里云:“初予与子袁子同为太学官,
子袁子录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③吕祖谦云:“庚寅、辛卯之间,袁、杨风节隐然.
在两学间,予辱为僚,相与讲肄,盖日有得焉.”④

今考杨万里现存著作,未见其有关于«左传»类事的专门之作,但他在«袁机仲‹通鉴本末›序»
中云:

　　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

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⑤

可见他对«通鉴»“事以年隔”之弊早有认识,并有寻求其叙事完整性的意愿.另外,杨万里交游的士

人中,就有推赏«左传»纪事类编者.如谢谔,撰有«春秋左氏讲义»,前引他序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

末»云:“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
数卷.惟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可见他对«左传»叙事“隔断”之弊,也早有体

认.谢谔是杨万里交往最为密切的友人之一,现存杨氏«诚斋集»中,有多首与谢谔的唱和诗作.二

人对同为编年体的«左传»和«资治通鉴»之体裁弊病的认识,殊为一致.而分别为袁枢«通鉴纪事本

末»和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作序,也表明他们对这类类事之作都怀有兴趣和关切.
吕祖谦是位«左传»学大家,他于乾道六年(１１７０)闰五月赴临安,任职太学博士.在此前的乾道

四年(１１６８)冬,他已撰成«左氏博议»⑥.该书“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⑦.所谓的

“理乱得失之迹”,其实是他所认为的含有理乱得失意义的事,故该书的基本体例,是归纳«左传»载事

而议论之.
上引吕祖谦所云“庚寅、辛卯之间,袁、杨风节隐然”,是指当时“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袁

枢、杨万里等“学省同僚共论之”,抗疏请留由此获罪而出守袁州的张栻,并遗书宰相虞允文以规之一

事,结果“栻虽不果留,而公论伟之”⑧.杨万里云与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可知二人当时同

心志、共进退.他们与吕祖谦等同僚“相与讲肄”,讲说内容便不能不被此用世情怀所牵.类编编年

史事,不仅有方便了解事之本末的知识层面上的意义,而且有就之而论“理乱得失”的价值关怀.在

当时的情境下,就«左传»或«资治通鉴»所载事而论其“理乱得失”,应是他们讲论切磋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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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淳熙荐士录»,«诚斋集»卷一一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１册,第４３８页.
袁枢“与(杨)万里,最为知好,万里屡有书牍,与之讨论学术,又荐之于时相王淮”(见郑鹤声:«宋袁机仲先生枢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５３ ５４页).又,袁枢与吕祖谦为同年,与朱熹有同乡之谊.
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１册,第７０页.
吕祖谦:«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东莱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６２页.
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１册,第７０页.
参见杜海军:«吕祖谦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７６、４０页.
吕祖谦:«左氏博议原序»,«左氏博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５２册,第２９６页.
参见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１１９３４页;卷四三三«杨万里传»,第１２８６４页.



乾道九年(１１７３)二月,袁枢因奏劾张说一事而“求补外,出为严州教授”①.次年初,他便在严州

任上撰成«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朱熹和吕祖谦分别为之作序跋,他们所推重的,一是该书“部居

门目”、“具事之首尾”,优化了«资治通鉴»纪事;二是其编撰方式更为显明地表达了史事“微意”.而

此史事“微意”,即是司马光蕴含其间的资治之见.可见,此书不仅编撰方式与吕祖谦«左氏博议»相
类、与杨万里对«通鉴»纪事本末的关切相合,而且立意与吕祖谦书、乃至他们在太学时的为政论学一

致.这表明其间应该有承继或影响关系.

２．与章冲“同里”.章冲(生卒年不详),字茂深,吴兴人②,宋哲宗朝宰相章惇曾孙,«春秋»学大家

叶梦得之婿.他在宋孝宗淳熙年间历知常州、楚州和台州.擅长«左传»学,如前所列,著有«春秋左

氏事类始末»五卷.
章冲祖籍为建州浦城,浦城章氏在宋代为当地四大“甲族”之一,成员科第相继,簪裳极盛.如王

明清«挥麈录»云:

　　浦城章氏,尽有诸元.子平为廷试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开封府元,正夫

(楶)锁厅元,正夫子(綡)为国学元,子厚子(援)为省元,次子(持)为别试元.其后自闽徙居吴

中,族属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榜,必有居上列者.③

据«宋史章惇传»记载,“自闽徙吴中”者是章惇之父章俞.此后该支一直居住于吴,如章惇为相之

日,拥有苏州城内的沧浪亭,“营葺园地,所费不赀”④.章惇曾任湖州知州,他晚年遭贬谪,辗转数州

安置,徽宗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去逝时,正贬居湖州,亦葬在湖州⑤.很可能在章惇贬居时,其子孙便有随

居湖州吴兴者,故其曾孙章冲有“吴兴”籍贯.
«宋史袁枢传»载有一件章惇后人与袁枢相交涉的事:

　　(袁枢)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枢曰:“子厚为

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⑥

所谓“以其同里”,显然是章家以其祖籍与袁枢相亲比.如上所述,章惇一支虽自惇父俞始就迁于吴,
子孙更有散居外地者,但他们自称或他人视建州浦城为其籍贯,在很长时段内仍是惯例.如光宗绍

熙元年(１１９０),章惇的曾孙章澥在苏州参加同年酬唱会,刻诗郡学,即署籍浦城⑦.再如孝宗淳熙后

期,“成都缺帅,上加访问,(王)淮以留正对.上曰:‘非闽人乎?’淮曰:‘立贤无方,汤之执中也.必曰

闽有章子厚、吕惠卿,不有曾公亮、苏颂、蔡襄乎?”⑧是仍以闽人称章惇.又据«宋史章惇传»载,绍
兴五年(１１３５)追贬章惇“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后,“海内称快,独其家犹为«辨诬论»”,
以申纾其罪名.由此类证,可知«宋史»所载章家请求袁枢文饰章惇传一事,绝非虚构.

这里的问题是,章家是由谁向袁枢提出了这一请求? 因章惇身后声名狼藉,章家为其正名也非

光彩之事,故史家未记载与袁枢交涉者的名字.但此问题的答案,仍有可探寻之迹.据史书记载,绍
兴五年(１１３５)诏章惇“子孙不得仕于朝”时,“仓部郎官章傑出知婺州,太府寺丞章僅出为江东提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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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枢到任严州州学教授的时间,据宋人方仁荣、郑珤撰«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州学教授题名”条记载,是在“乾道九年二

月二十四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８７册,第５４５页),郑鹤声先生却定为该年的“六月二十四日”(见郑鹤声:«宋袁机仲先生枢

年谱»,第４２页),然未出佐证,疑误,今从方仁荣、郑珤之说.
此从陈振孙之说,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事类始末»五卷”条,第６４页.
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页.
卢雄:«(洪武)苏州府志»,转引自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载

«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６月.
其墓在今湖州长兴县境内,今长兴章氏视章惇为始迁祖.
脱脱等撰:«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１１９３５页.
梁章钜撰,阳羡生点校:«归田琐记»卷三«书詹元善遗集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８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九六«王淮传»,第１２０７２页.



“而新监进奏院章倧亦罢”①.此章傑、章僅和章倧,皆是章惇之孙②.这显示章惇孙辈的仕宦生涯当

主要在绍兴(１１３５ １１６２)年间.
袁枢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是在淳熙七年(１１８０)③.此时章家在仕途上的主力,已是章惇

的曾孙辈.关于此辈的入仕状况,据«重修汤溪章氏宗谱»“章氏题名”记载,绍兴廿七年(１１５７)王十

朋榜有章洽,他是现今所知章惇曾孙辈中首位登进士第者④.此后登第者有: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梁克

家榜章湛,隆兴元年(１１６３)木待问榜章澥,乾道二年(１１６６)萧国梁榜章深,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姚颖榜章

泳.当时请求袁枢文饰章惇传者,很可能包括这批正值出仕之年的章惇曾孙辈中人.经考察,章惇

的曾孙大多仕宦不显,依请托事宜中请托方往往由身份地位较高者出面交涉这一常情来看,身为知

名士人叶梦得之婿、“淳熙七年以朝奉大夫知常州,八年以赈济有劳转朝散大夫”⑤的章冲,应参与此

事.而既有此交涉,便不能排除他们之前就因“同里”等关系而有交往的可能.
据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记载,他“少时侍石林叶先生(叶梦得)为学.先生作«春秋

谳»、«考»、«传»,使冲执左氏之书从旁备检阅.左氏传事不传义,每载一事,必先经以发其端,或后经

以终其旨.有越二三君数十年而后备,近者亦或十数年.有一人而数事所关,有一事而先后若异.
常病其不属,如游群玉之府,虽珩璜圭璧,璀璨可爱,然不以汇聚,骤焉观之,莫名其物.掇

其英精,会其离析,各备其事之本末,则所当尽心焉者.”⑥可见章冲少时便常病«左传»纪事“不属”而
有意“为之事类”⑦,他后来与袁枢的交往,可为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提供另一«左传»学背景.

以上二事例,表明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有其«左传»学的环境背景,甚至曾闻接过«左传»纪
事类编学,而类编«资治通鉴»与类编«左传»间的逻辑关系,仍有必要在此加以说明.«资治通鉴»与
«左传»有着诸多关联:

(１)二者体裁同为编年体.
(２)如前文所涉及,«资治通鉴»乃“拟«左氏»”⑧而作.
(３)«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资治通鉴»撰成后,神宗御赐书名并制序,诸帝或命经筵进读之,二

书都有着崇高的地位.
(４)虽然司马光认为“经不可续,不敢始于获麟”,将«资治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

诸侯”⑨,但在后人看来,«资治通鉴»实是接续«左传»之作.如朱熹认为,«资治通鉴»“虽讬始于三晋

之侯,而追本其原,起于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实相受授.”

既有上述关联,研治«左传»与研治«资治通鉴»间便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在两宋之际就有兼治二

书者:建炎“二年三月甲午,诏经筵读«资治通鉴».侍读周武仲进读,上掩卷问曰:‘司马光何故以纪

７１«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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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三十四,清雍正影钞宋本.
据天一阁藏本«会稽偁山章氏家乘初集»卷二记载,章惇有四子:择、持、授、援.择五子:佃、依、攸、儋、倧;佃一子:涛;依一

子:滋;攸六子:法、渐、潾、滂、澄、澐;儋四子:渥、澥、沂、湛;倧五子:湜、深、洎、泳、沆.持一子:侁;侁二子:沔、淠.授三子:傚、僅、一
失名;傚四子:澂、淙、泌、濮(?);僅四子:溥、濬、溉、灌.援二子:億、傑;億四子:渊、冲、潜、洽;傑六子:津、涓、淯、洞、涣、汲.

参见郑鹤声:«宋袁机仲先生枢年谱»,第６８页.
据此谱“章氏题名”记载,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何 榜有一“章沂”,考虑到章惇生于景祐二年(１０３５),而家谱所载作为章惇曾

孙的章沂,是其长子(择)之四子(儋)的季子,从时序来看,他不应在如此早年登第,故此“章沂”不可视为章惇的曾孙沂.
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十三«章冲传»引«咸淳毗陵志»,清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刻本.
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条,第９６６页.
关于章冲撰作«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的缘由,四库馆臣认为“殆踵(袁)枢之义例而作”(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４３７页),这其实是依据著作撰成的先后关系而得出的想当然之见,并
不符合历史实际.崔文印先生就章冲«自序»而认为“与其说章冲受袁书影响,倒不如说他受叶梦得其人其书影响更确”(崔文印:«纪
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可谓知言.

陈造:«吴门芹宫策问二十一首»,«江湖长翁集»卷三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６册,第４２２页.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五“«资治通鉴外纪»十卷”条,第２１１页.
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８２７页.



纲为礼?’武仲敷述甚详,因为«通鉴解义»以进.”①如前所列,周武仲还撰有分国铨次«左传»纪事的

«春秋左传类编».再如“尤长于«春秋左氏»”、撰有«左史传»的唐阅,少时“写«资治通鉴»,逾岁而毕,
字皆精楷”②.因此,在适当的时机下,由类编«左传»转而类编«资治通鉴»,当是自然顺承之事.

受两宋之际政局巨变的深刻影响,南宋前期的知识界兴起一股研究历史、以为政治之鉴戒的思

潮.当时«左传»和«资治通鉴»都受到重视,如前文所列,南宋前期«左传»类事著作明显增多,对于

«资治通鉴»,也出现了多部改编之作.如:

　　绍兴八年,胡安国因司马光遗稿,修成«举要补遗»,文约而事备.乾道壬辰,朱熹因两公之

书,别为义例,为«纲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纲效«春秋»,而参取群史之长;目效«左氏»,而稽

合诸儒之粹(纲者,«春秋»著事之法;目者,«左氏»备言之体).③

如前文所及,袁枢的同年友吕祖谦于乾道四年(１１６８)撰成一部以“归纳«左传»载事而议论之”为基本

体例的«左氏博议»;“乾道壬辰”(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袁枢的同乡友人朱熹又效法«春秋»、«左传»改编

«资治通鉴»,撰著«资治通鉴纲目».这两部书皆以探求史事的理乱得失之义为旨归,都是当时研史

为鉴思潮下的产物.这两部书也有着十足的象征意义:前者代表久远的«左传»纪事类编学传统,后
者代表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乾道九年,袁枢撰著«通鉴纪事本末»,以更为显明地表达司马光

的“微意”为目的,这相合于当时研史为鉴的思潮.其撰作,可以说一方面延依了吕祖谦、章冲等所代

表的«左传»纪事类编学传统,借鉴其方法,另一方面又延续了胡安国、朱熹等改编«通鉴»的传统,从
而由类编«左传»转为类编«资治通鉴».

(二)徐梦莘(１１２６ １２０７),字商老,临江人,幼耽嗜经史,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举进士,官至直密

阁.他“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讧,母襁负亡去,得免.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粹同

异”④,于光宗绍熙五年(１１９４)撰成«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廉静乐道,“恬于荣进”,仕宦不显.关于其交游,现存文献记载不多,无法由此探讨他与

当时«左传»学界的关联,但其家学却值得重视.徐家“长于史学”⑤,昆仲父子间多有史著:

１．如前文所列,徐梦莘之弟得之撰有«左氏国纪»三十卷.王应麟«玉海»引«续目»云此书“隆兴

初徐得之编,析诸国之事,每国各系以年,疏其说于后”⑥.隆兴是宋孝宗的第一个年号,历公元

１１６３、１１６４二年.

２．徐得之长子筠撰有«汉官考»四卷,“以百官表、官制为主,而纪传及注家所载皆辑而录之”⑦.

３．徐得之次子天麟“惜司马迁、班固不为«兵志»,于是究极本末,类成一书,注以史氏本文,具有

条理”⑧,成«汉兵本末»;又“仿«唐会要»之体,取«汉书»所载制度典章见于«纪»、«志»、«表»、«传»者,
以类相从,分门编载.其无可隶者,亦依苏冕旧例,以杂录附之.凡分十有五门,共三百六十七事”⑨,
成«西汉会要»七十卷,并撰«东汉会要»四十卷.

徐梦莘“家有万书阁,签帙甚整”,晚年家居,“课诸孙诵习”.在这雍睦重学的家庭环境中,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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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帝学»“建炎«通鉴解义»”条,第５２９页.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五«唐阅传»,施宿、张淏等撰,李能成点校:«会稽二志点校»,第２８５页.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艺文»“乾道«资治通鉴纲目»”条,第９００ ９０１页.吴怀祺先生指出:“南宋学人为使«资治通鉴»

得到流传,使这本书产生出社会效应,做了大量工作.”(吴怀祺:«‹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叙›补遗»,«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八«徐梦莘传»,第１２９８３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静安作具»十四卷、«别集»十卷”条,第５１９页.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隆兴«左氏国纪»”条,第７６１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汉官考»六卷”条,第１７４页.按,陈氏记载此书为六卷,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四卷,周

必大«汉兵本末序»亦云“徐筠孟坚既为«汉官考»四卷”(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４７册,第４页),疑
晁、周为确,今从之.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四«汉兵本末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４７册,第５６７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西汉会要»七十卷”条,第６９５页.
楼钥:«直密阁徐公墓志铭»,«攻愧集»卷一〇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３册,第６４５ ６４６页.



昆仲父子不仅赢得“以儒名家”、“长于史学”的声名,而且其史学形成了近乎统一的风格.这从他们

史著的体例上得以体现:或就某事而穷极其本末,如徐梦莘思究靖康变乱之颠末而撰«三朝北盟会

编»,徐筠就“西京二百年品秩、爵列、位号、名数”而撰«汉官考»,徐天麟究极西汉军旅之事而成«汉兵

本末»;或就多事而穷极每事之本末,如徐天麟«西汉会要»区分别白班固«汉书»所载,“经纬本末,一
一犁然”①,徐得之«左氏国纪»分国类事,使得“某国事”“较然明矣”.可见,徐家史学有着重视穷究事

之本末的特点.其中,如前文所列,徐得之«左氏国纪»是部«左传»类事之作,陈傅良所作«序»曾提及

它的具体内容:

　　余读«国纪»,周平、桓之际,尝有事于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为侯,诗人美焉,而经不著;师

行非一役,亦与«王风»刺诗合,而特书伐郑一事;王子颓之祸,视带为甚,襄书而惠不书也.②

可见其分国而类事,“又因事而为之论断”.徐梦莘登第入仕后,即有撰作«三朝北盟会编»之念,并着

手搜求史料,但直到绍熙五年才成书.徐得之此书成于“隆兴初”,比梦莘书早二十余年.由此可见,
徐梦莘在撰作«三朝北盟会编»的过程中,对当时的«左传»纪事类编学颇有了解.

五、馀论:何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创始之作?

综上可知,由于«左传»叙事存在着“隔断”,因而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

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纪事类编之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

通鉴»学相结合,产生了被清四库馆臣视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

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曾受其影响.
如前文考证,从两晋至南宋中期,出现了多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如直接类编

«左传»纪事者)的体裁与后世所谓的纪事本末体极为一致,而它们的撰成年代又大多早于袁书和徐

书.这样便有一个问题:究竟何者才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创始之作? 如前文所述,张素卿在考述

“«左传»纪事本末”文献后,就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以袁氏书作为‘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书,实属偏

失.”意指“‘纪事本末’体的创例之书”,当归至袁氏书之前的“«左传»纪事本末”著作.
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回到在史志目录上确立起史书纪事本末体的清四库馆臣的

视角,了解他们确立袁氏书为创例之作的原由.首先,四库馆臣分类编目,是以«四库全书»所收录书

为依据.前文所列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当时存世的仅有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和章冲«春秋

左传事类始末».前者被馆臣列入史部“传记类”,后者虽被列入史部“纪事本末类”,但因成书较晚而

位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之后.其余诸书既已佚失,当不在馆臣的主要考

察之列,袁氏书遂被视为“创纪事本末之例”.
其次,类编«左传»纪事虽然显示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左传»史书性质的认可,但这也被看作

是探讨«左传»纪事之意、进而助解«春秋»经义的途径.如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

　　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
于是致疑,疑而思,思则有得矣.徐子殆有功于左氏者也.③

认为«左氏国纪»类居«左传»纪事,较然而明«春秋»所载“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之义,完全

将此书视为解释«左传»、«春秋»之作.这种认识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并非个例,再加上«左传»
的儒经性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遂在后世史志目录中长期被列入经部“«春秋»类”,从未被视为史

书.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该类著作所具有的纪事本末体性质的忽略.至四库馆臣,
此认识才发生改变.如馆臣辨正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云:

９１«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①

②

③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西汉会要»七十卷”条,第６９５页.
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８１５页.
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止斋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８１５页.



　　冲但以事类裒集,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枢

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①

一反传统之见,就其实而认定章冲此书“为史裁”而列之入«四库全书»史部,显示出馆臣识见之开明.
但是,同样是章氏此书,在«四库全书荟要»中却被馆臣列入经部“«春秋»类”.经、史部馆臣间,以及

馆臣前后间,对章氏书性质的认识存在差异,这足以表明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传统的视«左传»纪事

类编著作为经学著作的观念,仍然影响到馆臣对这类著作的认识.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中,馆臣对所收入的几部«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作了不同的归

类.如将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归入史部“纪事本末类”,却将傅逊«春秋

左传属事»、马骕«左传事纬»归入经部“«春秋»类”.现将此四书作者的个人意见以及馆臣对该书性

质之认识,分别列表于下,以寻绎馆臣如此归类的依据:

作者、书名 作者的意见 四库馆臣的认识

章冲«春秋左传

事类始末»

“冲窃谓‘左氏’之为邱明,与受经于仲尼,其
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艳、广记备

言之工,学者掇其英精,会其离析,各备其事

之本末,则所当尽心焉者.”②

“冲作是书,一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体,联贯

排比,使一事自为起讫.虽无关经义,而颇便检

寻.”③“冲但以事类裒集,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

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

枢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④

高士奇«左传纪

事本末»

“左氏之书虽传«春秋»,实兼综列国之史.

兹用宋袁枢纪事本末例,凡列国大事,各从

其类.”⑤

“其(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体亦颇与士奇所

撰相近.盖士奇未见冲书,故复为之.虽其

详备不及冲书,而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于读盲史

者,亦未尝无所助也.”⑥

傅逊«春秋左传

属事»

“逊少好读史,兹传虽以释经,而与后之言经

者多抵牾难合,故经不能强明,独耽其文辞,

视以古史,妄纂兹录,名曰«春秋左传属事».

颇自谓得古人读史之遗意,有助于考古者之

便云.”⑦

“(是书)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

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后,各 栝大

意而论之.于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颇有更定.

而凡传文之有乖于世教者,时亦纠正焉.
(傅逊)又云:元凯无汉儒不能为集解,逊无元凯

不能为此注.”⑧

马骕«左传事纬»

“既立叙事之法,虽传中片语只字稍涉某事,

因以附入,以无遗古史之文.篇末赘以

愚论,未敢言文.旁集诸家,杂采传记,无庸

附会,僻说折衷,一归于正,大期于发明经传

而止.”⑨

“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

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
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
«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

十卷.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

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

０２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第４３７ ４３８页.
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自序»,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八八“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条,第９６６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４９册,第４６２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第４３７ ４３８页.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凡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６９册,第６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６９册,第５ ６页.
傅逊:«春秋左传属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左传属事»前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６９册,第５００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左传属事»二十卷”条,第２３２页.
马骕:«左传事纬例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左传事纬前集»前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７５册,第６２０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条,第２３７页.



上表中所摘录的章冲序语,是谓抛开经学问题,而尽心于会编«左传»纪事之本末,显示出他离经

就史之意;«书前提要»云其“无关经义”,«总目提要»更进一步,云其“旧列经部”为非,当“与枢书同隶

史类”.高士奇«凡例»开头“左氏之书虽传«春秋»,实兼综列国之史”一语,表明他是从史学的角度撰

作«左传纪事本末»的;基于此视角及其体例,四库馆臣将其与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相类从,理所

当然.马骕«例略»中虽有“以无遗古史之文”语,表明他视«左传»为史,但篇幅不小的«事纬»篇末之

论,却是以“大期于发明经传”为指归;四库馆臣综合该书的内容结构以及它对«左传»的助说意义,或
又考虑到«事纬»部分的体例与吕祖谦«左氏博议»的类同性,乃将此书归入经部.

以上三书,四库馆臣的定性认识与作者的自我认识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傅逊«春秋左传属事».
由上表所摘录傅逊序语,可知他视«左传»为古史,«春秋左传属事»之撰作,以“得古人读史之遗意,有
助于考古者之便”为旨归,自视为史学之作;四库馆臣虽认为马氏书“仿宋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
但他们更看重该书更定杜预«集解»以及纠正有乖世教之传文的经学价值,乃列之入经部.

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对«左传»纪事类编著作编目归类,在参考作者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还审慎地

作过一番考择,从而形成定性之见.对于前文所列早于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的那些«左传»纪事

类编著作,四库馆臣不是没有注意到,如前文所引,四库馆臣所作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
中就有语云:

　　自宋以来,学者以«左传»叙事隔涉年月,不得其统,往往为之诠次类编.其见于史志者,有

杨均、叶清臣、宋敏修、黄颖、周武仲、勾龙传、桂绩、吕祖谦、陈持、章冲、徐得之、孙调、杨泰之、毛

友、徐安道、孔范等诸家.今其书多亡佚不传.①

他们完全是以一种与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同类同质的口径,叙述这些见于史志的“诸家”«左传»
纪事类编著作的.然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所载该提要中,这段文字全被删除了.四库馆臣为何这样

处理? 究其原因,与其说是避免与他们所立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说相矛盾,不
如说是他们对这些“亡佚不传”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的定性持审慎态度.也就是说,这些著作既已

亡佚,其属“经”还是属“史”,很难确定,贸然定其归属,很可能会失之偏颇.在此境况下,舍之不提而

仅就现存著作立说,不失为一种更为稳妥的做法.
前文所列章冲书之前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能够直接表明作者或他人对著作性质认识的文

献材料极为少见,但在清修«四库全书»以前的史志目录中,这类著作都被列入经部“«春秋»类”,这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对其性质的认识.再加上这些著作大多“亡佚不传”,无从查证,因此在学术

分类上将其归为经部“«春秋»类”(«左传»学)著作,实属合理.这样一来,在史学著作的范畴内,可视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但是纪事本末,作为一种以纪事类编为内容的

编纂体例,绝非创始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如前文所述,它在之前的«左传»纪事类编著作中形态已

趋成熟②.因此,四库馆臣所谓“(袁)枢排纂«资治通鉴»,创纪事本末之例”③,若指其创立纪事本末

这一编纂体例而言,则是误说.实际情况是袁枢借鉴已有长久传统的«左传»纪事类编学的方法体

例,排纂«资治通鉴»而撰成«通鉴纪事本末»,遂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传统.

[责任编辑　李　梅]

１２«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①

②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书前“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６９册,第５页.
沈玉成先生认为,“宋代叶清臣、章冲开始把«左传»改写成纪事本末体,明代傅逊又有«左传属事»,但都因处在草创阶段而

不够完备”(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６８页).虽认为叶清臣此书尚“不够完备”,但已视

之为“纪事本末体”.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条,第４３７页.


